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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有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研究主要沿着技术暴露、任务替代、生产率增益与收入分布四条路径展开，却难以解释同一种人工智能为何在不同组织、阶层、地区和制度环境中产生方向相反的结果。本文提出“人工智能驱动的结构性资源迁移”理论（AI-Driven Structural Resource Reallocation, ASRR），并以结构动力分析建立一个连接技术能力、关系网络、制度约束、动态可行域、资源流动与恢复能力的统一框架。本文将社会结构表示为运行时状态 S_t=(V_t,E_t,A_t,C_t,R_t,L_t)，把人工智能界定为进入既有结构并改变能力、连接、规则与合法性的内生性结构算子，而非单一外生冲击。资源再分配不再仅指收入份额变化，而包括财富、数据、算力、知识、组织机会、规则制定权和恢复能力的联动迁移。本文提出“动态可行域不平等”：社会不平等的更深层形式，是不同主体在约束条件下可实施行动集合的持续分化。由此推导出八项可证伪命题，并给出基于劳动者—企业—平台—地区多层面板数据、事件研究、网络分析与机制分解的实证协议。理论表明，人工智能既可能通过能力普及和知识门槛降低扩大弱势主体的可行域，也可能通过资产所有权、平台控制、规则设定和累积反馈强化结构性排斥；其净效应取决于“接入—转化—控制—恢复”四种能力的联合分布。本文的贡献在于将人工智能不平等研究从结果差异推进到生成结果的结构机制，并为比较不同AI制度路径提供可操作的中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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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societal consequenc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largely focused on technological exposure, task substitution, productiv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se approaches do not fully explain why similar AI systems generate divergent outcomes across organizations, classes, regions, and institutional settings.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theory of AI-Driven Structural Resource Reallocation (ASRR) through a structural-dynamic framework. Social structure is modeled as a runtime state S_t=(V_t,E_t,A_t,C_t,R_t,L_t), and AI is treated as an endogenous structural operator that changes capabilities, relations, constraints, resource positions, and legitimacy. Resource reallocation is therefore broader than shifts in income: it includes the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data, compute, knowledge, organizational opportunity, rule-setting authority, and recovery capacity. The article introduces dynamic feasible-domain inequality—the persistent divergence in the sets of actions that actors can actually undertake under prevailing constraints. Eight falsifiable propositions and a multilevel empirical protocol are developed. The theory predicts that AI may widen the feasible domains of disadvantaged actors by lowering knowledge barriers, but may also intensify structural exclusion through ownership, platform control, rule-setting, and cumulative feedback. Its distributive effect depends on the joint distribution of access, conversion, control, and recovery capacities. The framework shifts analysis from observed distributional outcomes to the structural mechanisms that generat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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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AI改变的不是一项资源，而是资源分配的结构
人工智能进入经济与社会生活以后，最容易观察的是工具变化，最难把握的却是结构变化。对于个体，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缩短写作、编程、检索和分析时间；对于企业，它能够重组任务边界、管理幅度和知识流程；对于平台，它可以把数据、算力、模型、接口与交易规则整合为新的控制节点；对于国家，它又会改变产业竞争、公共服务与治理能力。这些变化并不沿同一方向发生。低技能劳动者可能因知识门槛下降而获益，高技能劳动者也可能因与AI互补而进一步扩大优势；工资差距可能收窄，财富差距却因模型和算力资本回报而扩大；单个员工获得效率提升，组织层级与资源配置却未必立即改变。
已有研究已经证明，AI社会效应不能由“暴露程度”单独推断。任务模型区分自动化、劳动增强、资本增强和新任务创造（Acemoglu & Restrepo, 2018, 2019；Acemoglu, Kong, & Restrepo, 2024）；实验研究发现，生成式AI常对基线能力较低者产生更大生产率增益（Noy & Zhang, 2023；Brynjolfsson, Li, & Raymond, 2025），但实际收益还取决于判断校准、组织采用和互补性（Caplin et al., 2024；Dillon et al., 2025）。跨国研究进一步显示，高收入、高教育群体的AI暴露较高，同时往往具有更强互补性和更高资本收益承接能力（Cazzaniga et al., 2024；Rockall, Tavares, & Pizzinelli, 2025）。因此，“谁更暴露”与“谁最终受益”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本文据此提出：AI不是直接把资源从甲转移给乙，而是先改变主体的行动能力、关系位置、制度约束与可进入机会，再通过这些结构变量改变资源流向。需要解释的因果链条是：
AI能力进入 → 运行结构改变 → 约束与机会重排 → 动态可行域分化 → 资源与权力迁移 → 恢复或锁定
这一转向具有两层意义。其一，资源必须从“存量物品”扩展为能够改变未来行动空间的多维资源组合；其二，不平等必须从某一时点的收入差异扩展为主体可行行动集合的差异。本文将这一过程称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结构性资源迁移（ASRR）。
二、理论缺口：从任务、资本与平台到结构生成机制
（一）任务模型的贡献与边界
任务模型的核心贡献，是将技术对“职业”的影响拆解为对具体任务的替代、增强与创造，从而避免“AI取代所有工作”的粗糙判断。近期研究还表明，任务暴露的均值与集中度会产生不同的劳动需求效应：若暴露集中于少数任务，劳动者可以重配努力；若暴露广泛分布，替代压力更强（Hampole et al., 2025）。2026年的研究进一步区分了降低技能要求的“简化效应”和创造新人类专长需求的“亲劳动者技术”（Althoff & Reichardt, 2026；Acemoglu, Autor, & Johnson, 2026）。
然而，任务模型通常把组织权力、平台规则、数据产权和恢复能力压缩为生产函数参数。它能够解释工资和劳动份额，却较难解释：为什么相同的任务增强在某些组织转化为员工晋升，在另一些组织只转化为监控强化；为什么低技能者即便获得工具，也未必获得客户、责任授权和成果所有权；为什么工资差距可能下降而规则制定权更加集中。
（二）资本所有权与财富效应
人工智能具有显著的资本属性。模型、芯片、云基础设施、专有数据和分发渠道的所有者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服务，并通过规模经济、网络效应和锁定机制获取租金。IMF的校准研究提示，即使AI可能通过替代高工资认知任务压低工资差距，高收入群体仍可凭借更高的权益资产占比和更强的AI互补性承接资本回报，从而扩大财富不平等（Rockall et al., 2025）。这说明工资分布与综合资源分布可能背向变化。
但资本所有权视角也不足以描述资源转化的中间机制。拥有AI工具不等于能将其转化为市场收入；拥有数据不等于拥有模型控制权；拥有模型不等于能够设定行业准入标准。资源效力由关系位置和制度规则共同决定。
（三）平台权力与关系嵌入
平台研究揭示了数字基础设施如何通过匹配、排序、定价、评价和接口规则塑造市场参与者（Rahman & Thelen, 2019；Cutolo & Kenney, 2021）。社会网络理论则表明，经济行动嵌入关系结构，连接位置影响信息、信任和机会（Granovetter, 1985）。AI进一步把认知代理、组织流程与平台基础设施合并，使算法不只分配既有机会，也参与生成任务、评估主体和定义合格行动。
现有平台研究的不足，是往往将平台视为稳定制度场域，而AI使规则本身具有更高频率的更新性和不透明性。主体面对的不是静态规则，而是持续变化的“运行时约束”。因此，需要一种能够同时描述状态、转移、约束、可行域与恢复路径的动态语言。
（四）不平等理论的结构启示
布迪厄关于经济、文化、社会与象征资本的区分说明，资源具有多形态和可转换性（Bourdieu, 1986）；蒂利的持久性不平等理论强调，分类边界、机会囤积、剥削和仿效使差异固化（Tilly, 1998）；默顿的“马太效应”揭示初始优势如何通过累积反馈扩大（Merton, 1968）。数字不平等研究进一步指出，接入差异只是第一层，技能、使用质量和收益转化构成更深层差异（DiMaggio & Hargittai, 2001；van Dijk, 2020）。
本文继承上述洞见，但将研究单位从“资本存量”推进到“受约束的行动空间”。一个主体拥有多少资源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源能否在当前规则和关系结构中转化为可执行行动，以及遭遇冲击后能否返回可持续状态。
三、社会结构动力学：基本概念与分析单位
（一）社会结构作为运行时状态
本文不把社会结构理解为静态背景，而把它表示为在时间 t 可观测、可更新的运行时结构状态：
S_t = (V_t, E_t, A_t, C_t, R_t, L_t)                                                    (1)
其中，V_t为行动者集合，包括个人、组织、平台与国家；E_t为关系网络，包括雇佣、交易、信息、依赖和控制关系；A_t为能力与可执行行动集合；C_t为法律、组织、技术和市场约束；R_t为资源持有与资源流；L_t为合法性、权威和社会承认结构。AI系统 M_t 进入社会后，不是简单增加A_t，而是可能同时重写E_t、C_t与L_t。
	结构维度
	社会学含义
	AI介入方式
	可观测指标

	V：行动者
	个人、企业、平台、公共机构
	新增AI代理；改变人机边界
	主体类型、代理数量、决策责任

	E：关系
	协作、雇佣、依赖、交易、控制
	改变连接成本、管理幅度与中介位置
	网络中心性、层级跨度、供应依赖

	A：能力/行动
	能够实际执行的任务与策略
	增强、替代、简化或创造任务
	任务覆盖、质量、速度、授权范围

	C：约束
	法律、标准、算法、组织与预算边界
	自动化规则执行或生成新门槛
	准入率、申诉率、规则变更频率

	R：资源
	收入、财富、数据、算力、知识与机会
	改变资源产出、转换和流向
	收入/财富、算力、数据权限、客户

	L：合法性/权威
	谁的判断被认可，谁能制定规则
	机器评分、模型认证与标准化
	决策权、标准席位、可解释/申诉权



（二）现实缺口与结构真值
AI治理经常依据数据库、模型评分和流程记录行动，但记录状态并不等于现实状态。定义记录结构为 Ŝ_t，现实结构为 S_t，则现实缺口为：
G_t = d(S_t, Ŝ_t)                                                                  (2)
若弱势主体的经验、非标准劳动或隐性知识未被记录，G_t会系统性偏向既有优势主体。此时，AI即使在既定目标函数上准确，也可能依据失真的结构状态重新分配机会。本文所称“结构真值”不是宣称获得社会的终极真理，而是要求每一项分配判断都能追溯到现实状态、约束、剩余可能性和证据边界。
（三）动态可行域
对行动者 i，设其候选行动空间为 Ω_i，结构约束函数为 g_k，则其时点 t 的动态可行域定义为：
F_i(t) = {a ∈ Ω_i | g_k(a; S_t, M_t) ≤ 0,  k=1,…,K}                              (3)
F_i(t)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抽象权利集合，而是主体在资源、能力、关系、规则和合法性条件下真正能够执行的行动集合。用 φ_i(t)=log μ[F_i(t)] 表示其有效规模，用 q_i(t)表示域内行动的平均质量或收益，则“可行域地位”为 D_i(t)=φ_i(t)+λq_i(t)。AI可能增加候选行动，却同时通过认证、排名、接口和数据门槛收缩可执行集合，因此工具数量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可行域扩张。
（四）接入、转化、控制与恢复
为避免把“拥有账号”误当作AI获益，本文区分四种能力：接入能力 X_i，指获得模型、算力和数据的能力；转化能力 T_i，指把AI输出转化为生产率、收入、知识或组织机会的能力；控制能力 K_i，指决定模型目标、数据用途、接口规则和成果归属的能力；恢复能力 H_i，指在职位、客户、信用或规则受到冲击后重组资源并重新进入可持续状态的能力。综合AI结构能力可写为：
Q_i(t) = X_i(t)^α · T_i(t)^β · K_i(t)^γ · H_i(t)^δ,  α,β,γ,δ > 0                (4)
乘法形式意味着任一维度接近零都可能成为瓶颈。免费接入模型无法补偿缺失的数据权、市场入口或申诉渠道；短期生产率增益也无法自动形成长期控制权。
四、AI驱动的结构性资源迁移模型
（一）资源向量与结构算子
令行动者 i 的资源向量为：
P_i(t) = [y_i, w_i, d_i, c_i, k_i, o_i, u_i]ᵀ                                  (5)
其中y为收入，w为财富与权益资产，d为数据控制，c为算力与模型能力，k为知识与专业能力，o为组织和市场机会，u为规则制定权与社会权威。AI结构算子 Ψ(M_t) 作用于运行结构：
S_{t+1} = Ψ(M_t, I_t, ξ_t)S_t                                                    (6)
I_t为制度安排，包括竞争政策、劳动制度、数据权利、教育训练、公共算力和社会保障；ξ_t为外部冲击。资源变化不是AI能力的直接函数，而是结构转移的结果：
ΔP_i(t) = B_iΔA_t + N_iΔE_t − H_iΔC_t + J_iΔL_t + Γ_iΔF_i(t) + ε_i(t)          (7)
式（7）中的系数不是固定技术常数，而由主体位置和制度环境决定。相同的能力增量，对拥有客户与品牌者可能产生高额收益，对缺乏市场入口者只形成未被变现的效率。
（二）结构迁移的五条机制
第一，能力放大与知识门槛下降。AI可将稀缺专业知识部分编码为可调用服务，扩大原先能力不足者的任务集合；但当高质量数据、工作流整合和判断能力集中于优势主体时，增强效应会转化为互补性溢价。
第二，中介替代与关系重组。AI减少部分翻译、检索、初级分析和监督中介，同时创造模型编排、验证、责任承担和客户关系等新中介。被替代的不是固定职业，而是关系网络中的某些功能位置。
第三，规则设定与平台租金。控制模型接口、分发渠道、排序标准和身份认证者，不仅获得交易收入，还能决定其他主体进入市场的条件。资源因此从“参与生产者”向“定义可参与性者”迁移。
第四，认知反馈与合法性迁移。AI生成内容和评分结果反过来影响人的判断，可能放大偏见或形成对机器输出的制度依赖（Glickman & Sharot, 2025）。当模型建议被视为默认正确，权威从专业主体转向模型所有者和部署组织。
第五，恢复能力分化。遭遇AI替代的主体若拥有可迁移技能、社会网络、现金缓冲和再训练渠道，可以重组行动路径；缺乏恢复资源者则可能从短期损失进入长期锁定。资源分配因此取决于冲击后的返回路径，而非仅取决于冲击强度。
（三）结构性资源迁移指数
为了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提出ASRR指数。对群体 g，在标准化资源维度 m 上定义份额 s_gm(t)，权重 ω_m 由理论预注册或主成分/因子分析确定：
ASRR_g(t₀,t₁) = Σ_m ω_m [s_gm(t₁) − s_gm(t₀)]                                  (8)
该指数必须与可行域变化联合报告：
FDI(t) = Var_i[D_i(t)]  或  Gini({D_i(t)})                                      (9)
若工资差距下降但FDI上升，说明表面分配改善伴随未来行动空间集中；若收入、控制权和恢复能力同时改善，才可认定为结构性包容。
五、理论命题
命题1（条件性能力普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AI对低基线能力者的边际生产率增益更大；但只有当市场入口、责任授权和成果归属不构成约束时，这一增益才会转化为可行域扩张与资源份额提升。
命题2（互补性反转）：AI暴露程度对资源结果的影响由主体的转化能力调节。当高收入或高教育群体具有更强组织互补性时，AI即使降低任务技能门槛，也可能扩大综合资源差距。
命题3（关系位置中介）：AI采用对个人收益的影响，部分通过其在协作、客户和决策网络中的位置变化实现。中心性提升者获得超出直接生产率增益的资源回报，功能被绕过者即使效率提高也可能失去议价权。
命题4（规则控制溢价）：AI时代最稳定的超额收益不一定来自模型使用，而来自对数据、接口、评估标准和准入规则的控制。控制能力对财富与权威增长的解释力将显著高于单纯接入能力。
命题5（可行域分化）：AI采用率与不平等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单调关系；当制度约束对弱势主体更强时，采用率上升会同时扩大优势主体的可行域并收缩弱势主体的相对可行域。
命题6（跨维累积反馈）：某一资源维度的初始优势可通过AI转化为其他维度优势：财富购买算力，算力生成知识，知识获取机会，机会积累数据，数据又提高模型能力。资源维度间的正反馈越强，结构性资源迁移越集中。
命题7（恢复能力阈值）：AI冲击对长期阶层位置的影响具有阈值性。恢复能力超过阈值的主体经历短期损失后可返回或进入更高可行域；低于阈值者更可能进入持续锁定。
命题8（制度可塑性）：公共算力、可携带数据权、互操作性、劳动者参与式部署、再训练与收入缓冲的联合制度，比单一技能培训更能降低FDI；其机制是同时改善接入、转化、控制和恢复能力。
六、研究设计：如何检验结构动力理论，而不是用案例自证
（一）研究单位与数据结构
顶刊级检验必须避免从少数成功案例推导普遍结论。本文建议建立劳动者—团队—企业—平台—地区五层面板。劳动者层记录任务、技能、AI使用、收入、晋升、工时和职业转换；团队层记录协作网络、责任边界与管理跨度；企业层记录模型采购、自建能力、数据权和组织流程；平台层记录排序、接口、费率、封禁、申诉和规则变更；地区层记录公共算力、培训、产业结构和社会保障。观察窗口应至少覆盖采用前四期和采用后八期，并记录模型重大升级。
	构念
	核心变量
	建议测量
	主要风险

	接入能力 X
	模型/算力/数据可得性
	授权层级、调用额度、数据范围、单位成本
	把名义账号误当实际接入

	转化能力 T
	AI产出转为绩效和收益
	任务质量、客户转化、晋升、收入弹性
	反向因果与选择采用

	控制能力 K
	目标、规则和成果决定权
	模型配置权、数据权、接口权、申诉权
	正式权力与实际权力不一致

	恢复能力 H
	冲击后返回可持续状态
	再就业时长、收入恢复率、技能迁移、网络重建
	幸存者偏差

	动态可行域 D
	可执行行动的广度与质量
	任务组合、岗位选择、客户选择、授权边界
	潜在集合不可完全观测

	资源向量 P
	七类资源份额
	收入、财富、数据、算力、知识、机会、规则权
	跨维度量纲与权重争议



（二）识别策略
第一步使用分期采用的事件研究，而不是简单比较“使用者”和“未使用者”。对结果Y_ift建立：
Y_ift = α_i + λ_f + τ_t + Σ_{k≠−1} β_k·1[t−T_f=k] + X_iftθ + ε_ift               (10)
其中T_f为企业或团队的首次实质采用时间。应使用适合异质处理时点的估计方法，检验采用前趋势，并分别估计接入、转化、控制与恢复结果。第二步把组织或平台规则变化作为结构冲击，比较相同AI能力在不同授权、数据权和申诉制度下的效应。第三步进行网络中介分析，检验协作中心性、管理跨度和客户连接是否解释收入与机会变化。第四步使用序列中介或结构方程分解“AI→能力/关系/约束→可行域→资源”的链条。
在无法随机化AI采用时，可利用分阶段许可证发放、供应商区域上线、合规门槛变化或预算周期形成的准实验，但工具变量必须满足排除限制并接受机制质疑。任何研究都应报告处理异质性，而不能只给平均处理效应。
（三）反事实、负向控制与竞争性解释
本理论的有效性不能靠将所有变化重新命名为“结构变化”。至少应设置四类竞争模型：仅含任务暴露的模型、仅含AI互补性的模型、仅含资本所有权的模型、仅含平台集中度的模型。若加入动态可行域和恢复能力后，不能提高跨层级解释、预测或机制识别，本理论的增量价值就不成立。
负向控制包括：AI采用前不应受影响的历史结果；与AI任务无关的岗位或地区；不改变授权和数据权的轻度工具升级；随机置换采用时间。稳健性分析应改变可行域指标权重、排除极端平台、区分自愿与强制采用，并对缺失、退出和幸存者偏差进行逆概率加权或边界分析。
（四）证据等级与可证伪标准
本文建议将证据分为四级：E1为描述性共变；E2为时间顺序与机制一致；E3为可信准实验或随机实验；E4为跨场景复现并能排除主要竞争解释。任何命题若仅达到E1，不得表述为因果机制。本理论的核心可证伪条件包括：动态可行域不能预测后续资源变化；恢复能力对冲击后轨迹无调节作用；控制能力在接入和技能之后没有增量解释力；结构链条在不同制度场景中缺乏可重复方向。
七、理论推论：AI时代不平等的新形态
（一）工资平等不等于结构平等
若AI替代高工资认知任务，工资差距可能缩小；但若模型、算力和平台权益集中于高财富群体，资本收益与控制权会更集中。由此出现“工资压缩—财富集中—权威集中”的组合。只观察基尼系数可能误判结构方向。
（二）普惠接入不等于普惠收益
通用模型价格下降能够改善X，却不能自动改善T、K与H。优势组织通过专有数据、流程整合、品牌与客户关系获得更高转化率；平台通过接口和评估权保留控制溢价。真正的数字普惠应当测量资源转化和失败后的恢复，而不只是账号覆盖率。
（三）新的阶层边界可能围绕“可授权性”形成
AI可以生成建议和内容，但组织仍需决定谁有权确认、签署、承担责任和调动资源。未来阶层分化可能不只沿学历或技能展开，还沿“可被授权作出高后果决定”的资格展开。具有判断权、责任承载能力和规则解释权者，与只执行模型建议者之间，将形成新的结构边界。
（四）组织规模与个人能力可能同时扩张
AI降低协调成本后，小团队能够完成过去由大组织承担的任务，个人创业可行域可能扩大；与此同时，基础模型和云基础设施具有规模经济，底层控制可能更加集中。这不是矛盾，而是不同结构层级的同时变化：应用层去中心化可以与基础设施层集中化并存。
（五）国家间资源再分配取决于结构位置
对国家而言，AI暴露率不是唯一关键。拥有算力、能源、数据治理能力、人才和市场的国家更能将AI转化为产业与规则权；主要依赖外部模型和云服务的国家即便普遍使用AI，也可能在价值链中承担数据供给和应用利润薄弱的位置。国家层面的动态可行域因此取决于技术能力与制度自主性的结合。
八、治理含义：目标不是冻结分配，而是扩大可恢复的社会可行域
如果AI通过结构生成资源结果，治理就不能止于技能培训、伦理原则或事后再分配。结构动力学导向的政策目标是：让更多主体能够进入、转化、参与控制，并在失败后恢复。
第一，建设公共或共享的AI基础能力，降低中小企业、研究机构和弱势群体获得算力、模型与高质量数据的门槛。公共供给应与隐私、安全和用途约束结合，而非无条件开放。
第二，推动互操作性、数据可携带性和程序性申诉，降低平台锁定。主体不仅应知道为何被拒绝，还应拥有更正数据、挑战模型结论和迁移业务关系的现实路径。
第三，将劳动者纳入AI部署设计。组织采用AI时，应同时评估任务替代、责任转移、监控强度、技能积累和晋升通道，防止短期效率以长期能力退化为代价。
第四，把恢复能力纳入社会政策。再培训只有与收入缓冲、职业匹配、可验证技能、社会网络和新岗位创造结合，才可能跨越恢复阈值。
第五，对规则控制权实施结构审计。竞争政策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市场份额，还包括模型接口、数据反馈、默认标准、身份认证和评估基础设施的控制。
治理评价可用以下目标函数表达：
Max  W = Σ_i u(P_i,D_i) − ρ·FDI − κ·G_t + η·Rec_H                               (11)
其中FDI为可行域不平等，G_t为现实缺口，Rec_H为在给定期限H内受冲击主体恢复至可持续域的比例。该目标不要求结果完全相同，而要求结构机会、证据真实性和恢复路径不被系统性封闭。
九、讨论：结构动力理论相对于既有解释增加了什么
第一，本理论连接微观任务、中观组织与宏观制度。任务模型解释“什么工作被改变”，本文进一步追问“改变如何通过关系和规则转化为资源”。第二，本理论将多维资本从静态持有量改写为可行动性。资源的社会效力取决于能否穿过约束进入行动。第三，本理论把恢复纳入不平等研究。传统分配研究比较冲击前后位置，本文关注主体是否仍保有返回可持续状态的路径。第四，本理论允许结果非单调。AI可以同时降低技能门槛、提高资本回报、扩大小团队能力并集中基础设施控制；这些看似冲突的事实在多层结构模型中可以共存。
这一框架也有明确边界。其一，动态可行域是潜在集合，测量不可避免依赖代理指标；其二，多维资源权重带有规范选择，必须预注册并做敏感性分析；其三，结构动力框架提供机制语言而非自动给出因果识别；其四，人工智能能力快速变化，参数和制度条件不能被视为稳定常数；其五，结构解释若无限扩张会失去可证伪性，因此必须与简化模型比较增量解释力。
本文不主张AI必然导致平等或不平等。理论的关键是条件句：当接入普及但转化、控制与恢复集中时，AI将扩大结构性资源集中；当四种能力同时扩散且现实缺口受到约束时，AI能够扩展弱势主体的可行域。
十、结论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组织社会分工，但其历史意义不止于机器完成了多少任务。更深层的变化在于：谁能调用能力，谁占据关键关系位置，谁定义规则，谁拥有数据和算力，谁能把效率转化为权利和资产，以及谁在失败后仍有重新进入的路径。
本文提出ASRR理论，将AI社会效应概括为一条可检验的结构链：现实状态进入运行结构，AI改变能力与关系，制度约束决定剩余可能性，动态可行域塑造可执行行动，行动产生资源迁移，恢复能力决定短期冲击是否固化为长期阶层位置。由此，AI时代最值得关注的不平等不是单一收入差距，而是动态可行域不平等。
AI社会净效应 = 能力扩张 − 结构性排斥 + 可恢复性提升                              (12)
这一公式不是价值口号，而是研究议程：分别测量能力、排斥和恢复，识别它们通过何种关系与制度机制作用，并比较不同社会如何把相同技术导向不同结构结果。AI不会自动决定资源分配的未来；决定未来的是技术能力进入何种结构，以及社会是否保留了让更多主体行动、纠错与恢复的制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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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结构变量字典与最低复现要求
为避免概念任意化，任何使用本文框架的实证研究应在分析前公开以下内容：分析单位与层级；AI采用的实质定义；S_t六个维度的观测变量；动态可行域的候选行动全集、约束函数和权重；资源向量维度及标准化方法；接入、转化、控制、恢复的量表或行为指标；主要与次要结果；处理时点；排除标准；缺失数据处理；竞争模型；稳健性检验；随机种子和代码环境。
	模块
	必须报告内容

	状态
	V/E/A/C/R/L各维度的操作化、时间频率与数据来源

	AI处理
	模型类型、功能、权限、使用强度、采用时间和升级事件

	可行域
	候选行动、约束函数、有效规模、质量权重和敏感性区间

	资源
	七维资源的量纲、标准化、权重与缺失处理

	识别
	对照组、平行趋势、处理异质性、聚类层级与标准误

	反证
	任务/互补性/资本/平台四类竞争模型和负向控制

	复现
	数据字典、代码、版本、随机流、不可公开数据的安全复现路径



附录B：稿件的理论贡献边界
本文的原创贡献是ASRR与动态可行域不平等的理论整合、运行结构表示、四能力瓶颈模型以及可证伪研究协议。本文不声称已完成跨国因果验证，不声称式（4）的乘法形式优于所有替代函数，也不将本框架视为替代劳动经济学、组织社会学或平台研究的总理论。其学术地位应由后续预注册研究、开放复现和竞争模型比较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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